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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来自财政分权化后地方政府促进本地经济的积极性，然而却隐含着地区经济

结构不协调和环境不可持续的制度后遗症。因此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引入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博弈过程中的事权范围的界定和推导，分析不完全契约结构中的利益分配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一个新角

度解释重复建设和地区环境问题在分权制下存在的原因，并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方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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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探寻中国“经济高增长奇迹” 背后的逻辑,制度与权利格局的变迁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被

广泛关注。广为接受的观点认为，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的放权让利带来了经济体制中

激励结构的改变，有助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效率增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中央对地方政府下

放财权和经济管理权限的行政性分权尤其是财政分权改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政体制，提高

了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钱颖一，Weingast等从政府

体制角度提出 “保持市场化的联邦主义”及“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 行政分权和以财政包

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该假说强调其维护市场（market-preserving）的功能，然而事

实上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保护本地的资源、市场和税基而

各自为战,为寻求高额利润而过度进入某一行业（沈立人、戴园晨，1990，银温泉、才婉如，

2001，白重恩，2004）， 由此造成的区域市场分割中的“重复建设”①和“地方保护主义”，

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和对投资的干预，对环境污染的姑息，一系列短期行为不但扭曲了的

建立统一、竞争、开放、公平的市场经济的方向，且造成经济虚高增长下的结构扭曲和不可

持续发展②。

在集中的人事权和以传统 GDP 相挂钩的官员评级的政治体制这一背景下，周黎安

(2005) 利用锦标赛模型的思想建立了一个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博弈的简单模型,分析了对地

方政府的晋升考核激励机制中由于对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对邻近地区有利溢出效应的激励不

足，故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与恶性竞争。但其模型没有解释地方政府为什么不采取差异化战略，

加入区域分工从而获得长期的区域贸易的比较优势。陆铭、陈钊、严冀(2004) 提出在收益

递增的情况下,落后地区不加入分工体系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地位,甚
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因此会出现不分工的局面。但是这里的隐含假设是各期地方

政府的政策选择应是动态一致的，但在现行刚性政府官员任期制下如何避免短期行为，却未

能解答。林毅夫、刘培林(2003) 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重工业优先发

展的赶超战略在分权式改革下的逻辑延伸。为了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经济增长,须
放弃赶超行为并解决传统赶超战略所遗留下来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社会负担。胡书东(2001)



则从宏观的财政制度变迁角度解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认为传统的统收统支体系内生于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与我国资源稀缺的资源禀赋的矛盾，计划经济管理信息缺乏造成

监督和产供销信息传递效率低下，引致财政的分权，由于短缺经济下投入产出难以达到原先

的综合平衡，区域间前后向供给不足，区域内自求平衡的目的和短边原理，导致诸侯经济。

区域内经济信息分散于微观主体，从而导致区域内市场机制的引入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同时存

在。

制度经济学从动态角度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进行分析来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变

迁路径。杨瑞龙(1998，2000)就认为分享剩余索取权和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

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一定阶段中扮演了制度变迁中“第一行动集团”的角色，进而提出了

“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③理论假说。在考虑财政包干制到分税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时，

广泛认为分税制的建立是解决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中的“块块”问题，破除“诸侯经济”创

造条件，但由于我国 94税改后的分税制并非完善，财政分权和政府行政垂直集权之间存在

根本的矛盾；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缺乏宪法和法律的保障，不合理的事权和税权安排等导致

地区的恶性竞争成为重复建设和区域环境问题的原因，但是这其中是否忽略考虑了利益分配

结构中的内在逻辑和未考察的变量？因此本文需要在充分认识改革三十年分权改革与市场

化的轨迹中，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推广张五常的佃

农理论的部分局限条件，确定财政分权过程中财权，事权和经济事权的范围的关系，以解释

分税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其次从不完全契约的角度分析中央和地方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剩余

权索取与重复建设和环境保护支出的关系，在既定行政制度的约束下，事权范围的变化和剩

余权的索取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结合区域发展中的问题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方向。

二、 基于佃农理论的中央———

—

地方政府的分成合约

（一） 推广的约束条件

张五常基于亚洲农业和台湾土地的改革制度的实践，在佃农理论中从地主的制度选择角

度详尽地研究了分成租佃这种合约形式,并得出了分成租佃有效的结论。即在私人产权的条

件下，无论如何安排土地制度（由地主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或按固定比例租佃，还是分

成租佃），在交易成本为零时，资源配置的效率是相同的。“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合约选择趋于

资源使用的边际相等。要获得某种明显的边际不相等，交易成本会非常高，以至只能选择一

次支付的合约，或交易成本高得无法确定资源单位的数量及价格。”④《交易成本、风险规

避及合约安排的选择》中交易成本和风险规避的补充解释了分成制长期存在的原因。其中定

租制或工资制中对劳动者的“偷懒或卸责”行为的监督成本较高,同时农业劳动者有规避风

险的偏好。地主让渡土地的使用权,享有田底权，佃农投入劳动，按合约的规定享有田面权。

并推衍出：地主的非法性补偿性支付与租佃权再安排使政府控制最高地租比例的效果无法达

到；通过增加耕地上耕作集约程度可应对政府减少地租在年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局限条件：

（1）土地是私产，由地主随意处置买卖租赁，完全转让；佃农的投入资源为私有；（2）农

户和地主都处于竞争的背下。即存在竞争性的雇农劳动力市场，雇农工资可视为佃农放弃被

雇佣的机会成本，佃农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地主面临竞争的土地市场，不会对不同

生产率的佃农差别对待。因为雇佣边际外的（生产力较低的）佃农的地主将会把生产力较高

的佃农从实行区别对待的地主那里争取过来，即使这种差别对待不花任何成本。农户的分成

所得在竞争下等于另谋高就的工资，地主的分成所得等于另找租客的租值；（3）地租为百

分比的形式；（4）土地经营的风险以预期价格的方差衡量。

其中张五常明显回避关于对不同合约安排的风险回报的研究，因为没有构建出具体的

和适用范围较广的交易成本函数。另一点是回避了执法水平或努力程度对合约选择的影响。



因此，在推广佃农理论的过程中本文将不断放宽或改变约束条件，对结合产权经济学和不完

全契约理论的观点对以上两点进行补充，或许对税制改革与权力关系对经济发展结果的评估

会有新的发现。

借用佃农理论对经济主体划分，借鉴市场信息分散(Hayek,1945)的观点，地方政府对

区域经济发展的信息多于中央政府而处于代理一方,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委托-代理关

系。假定在封闭经济中，中央政府是专制仁慈的家长式政府，是全体人民的代理人且以社会

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包括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的协调等多元目标，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相当于

地主。各地方政府是利维坦型政府，处于佃农地位。对应的佃农理论的约束条件为：（1）

国土的所有权归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享有所属地开发审批权（2）

地区之间对流动资本存在水平的竞争关系，主要表现为提供各种税收--服务组合, 一方面提

供优惠税率和税收减免, 一方面加大发展性财政支出, 提供有利于企业投资的公共品和服

务。对中央政府优惠政策的获取具有垂直性竞争。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和升迁与前一期经济

绩效（地方 GDP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额、招商引资数量）挂钩，由中央或上级政府垂直

任命，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可视为一种竞争的动力。尚不存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水平竞争

和直接民主选举过程；若假设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形同联邦制或如欧盟的情况，即不存在垂直

晋升激励，地方政府的收入满足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支出，若假设构建服务型政府，

政府官员的收入以公务员的工资的形式来衡量，公务员的聘用相当于是完全竞争的，此时的

财政为现在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替代；（3）以税收分成率来表示中央-地方的收入划分结构

（4）区域开发的风险以按政府推动型的生产过剩的投入产出率与综合平衡里昂惕夫投入产

出率的标准差来衡量，用以测度重复建设的程度（5）交易成本为改革的福利损失，即财政

收支平衡与剩余权索取后中引起高额预算外收支的福利损失。考虑环境保护问题则为传统

GDP与绿色 GDP 的标准差。考虑重复建设的市场退出的障碍及沉没成本，即为转产和资

本跨地区重组后所造成的失业和人力资本贬值，有资产专用性的固定资产贬值等。

（二） 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分成合约

1.事权的界定

为便于量化,财政学倾向于由支出责任来反映事权,但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不仅包括满足

公共服务需要的财政支出，而且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职能定位不仅仅在与公共物品的提

供，还包括其参与市场的行为的剩余权获取，这一界定和定量分析相当模糊。我国宪法规定

中央政府拥有最广泛的事权，但参见表 1，除了少数事权如外交、国防等专属中央政府外, 各

级政府间并无明显区别。《预算法》保证地方预算自主权, 但仅泛泛地划分了中央-地方政府

的支出,一般是“ 下管一级” 的办法, 即由上级政府顺次决定其下级政府的支出划分。中

国在法律上并非分权国家, 因此在缺乏法律依据和约束情况下, 中央和地方迄今为止的所

有财政安排和事权调整都是中央和地方谈判妥协的结果, 是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决定”、

“通知” 、“条例” 来传达和执行（姚洋、杨雷,2003）。中央政府由于政治、行政上的权

威地位, 往往对事权和财权划分方案有主要的动议权和决定权。事权、财权的调整并不经过

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 而主要在政府之间由行政渠道解决, 故缺乏内在的稳定性和法律保

障。不对称的上下级关系导致上级政府往往会将本身的任务推给下级政府, 同时并不提供足

额配套资金,这种强制的事权分配造成事权层层下放, 财权逐步上收。支出责任和支出命令

相脱节, 是造成下级地方财政困难和大量预算外支出的重要原因之一，迫使下级政府通过增

加收费来弥补经费不足, 或者向上级政府讨价还价形成倒逼机制。94分税制改革默认了地

方政府兴办一般竞争性投资项目的投资权，在现行计划切块分配投资的管理体制下，各级政

府间只有计划审批权限的划分，而无按照各级政府应该承担的投资事权进行划分，政府因此

更有动力动用自己已有的行政权利，尽管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增长有益，但遗留下了长期的经

济结构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产权经济学中，巴泽尔认为由于物品的多重属性的存在对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进

行产权分析。人们获得、保持及放弃权利是一个选择问题，当某种权利收益将超过成本时，

他们就会运用权利；当权利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时就会将这些权利置于公共领域。在不完全

契约理论中，其核心问题在于在不对称信息下的收入转移和不同风险态度当事人的风险分

担。因为契约在订立之前总会因为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或因巴泽尔的“产权的多重属性”

而不能完全界定双方的权利界限，导致事前的最优契约失效。由于中央和地方的经济事权界

定不清晰，契约的完整性进一步受到损害，“界定和控制权力成本高昂，就会出现某些人攫

取他人财富的机会”⑤，因此对政府事权大小和剩余权的追索，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对经济

绩效的影响，特别是考察重复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市场非出清的状态应纳入本文的考察中。

2. 政府间收入的分配与决定模型

在中央政府与单一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划分中，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全国效用最大化，

由于政府目标的多元性不便测度,故选取中央财政收入的最大化，从而中央才有余力调拨资

源进行宏观调控。尤其在分税制之前，中央财政亏空的背景下，这一目标有利于解释税改后

的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制度问题和权力扭曲。

图 1中央-单一地方在经济发展中的财权和事权关系

h表示一个地方政府的经济事权范围，包括行政管理权，投资审批权等。以行政事业性

收费，基金审批权和政府性基金规模等为指标。q为该地区以 GDP计量经济产出，在地方

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该地区的边际经济产量q/h随事权的增加

而减少。假设在分级包干的税制下，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划分为一个固定百分比的形式 r；在

分税制下，r取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地方上缴的加权平均比例⑥。阴影部分面积表示地方财政

收入，以下部分表示中央财政收入。如果在地方政府的其他公共支出不变⑦的情况下，地方

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边际努力大于零，地方政府就会尽可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若中

央政府为最大化中央财政收入，因而提高 r·q/h的曲线，直到地方政府的收入等于在联

邦制或像欧盟组织形式下⑧的收入。实际中存在多地区的平行事权，使中央政府还可通过调

整行政区划的个数m来最大化财政收入，但在分析事权扩大的情况时仅以单一地方政府为

例。

假设地方 i的经济产出函数为 qi=q(hi,ti), ⑨hi可表示为该地区的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中

的减免，t为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服务规模，⑩

分税制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R=m·r·q(h,t)，



约束条件（s.t）：Wt=(1-r) q(h,t)，

建立拉格朗日函数：L= m·r·q(h,t)-λ[Wt-(1-r) q(h,t)]，W是服务型地方政府公共支

出 t在邦联制时的财政收入,分别对m、r、t和λ偏微分，求得：

W=
t
q



即政府在税收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努力等于服务型政府在联邦制时的财政收入；

r= =
hq
hq

/
/ 

q
wtq 

即在均衡状态下，事权范围对经济产出弹性等于经济产出减去公共服务支出后除以经

济产量。

3. 加入其他财政支出的情况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划分为地方行政管理和各项事业费11○，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技术改

造支出12○，增拨企业流动资金，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等。若设 f 为地

方政府非经济建设支出，f=E+p1t1+p2t2+….=环保投入(目前暂未包含)+各项事业费。

图 2 中央--单个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

由图 2所示，q/h与 f/h之间的垂直距离限定了(q-f)/h 曲线，即单个地方政府的所缴税

额，也考虑了地方政府对本地的各项事业的支出，相应的最佳上缴税率应为：

r= = = = ,因为在上面的数学论述中，是假定在服务型政府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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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政府支出仅为公共产品的提供，因此 f=Wt。

三、 事权范围，风险和不完全契约

（一）中央-地方的分成合约与重复建设

1. 重复建设的描述

“重复建设”指由于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数量过多，造成全国总体生产能力过剩，生产

设备出现闲置的情况。合理的重复建设是由于市场供需的变动，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

产业表现形式；而不合理的重复建设是由于信息不充分和体制不完善，投资者在低水平盲目

投资所形成的生产力过剩，生产设备闲置，以产业集中度，生产能力利用率等为指标（魏后

凯，2001）。从单个地方政府来看政府在经济高增长的作用。由于中国仍于资源稀缺的发展

中国家，根据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发展中国家政府将稀缺社会资源投入基础设



施建设与重化工业的发展可以较快的使经济从低水平均衡达到高级阶段，这就部分解释了中

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然而从全国整体来看，地方的个体理性导致全国集体的不理性。重复

建设的长期不良后果表现在：产品结构趋同导致的库存积压，占用资金，影响企业的再生产 ，

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企业规模经济，生产能力利用不足的社会资源浪费，而这些均需要

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弥补。而如果地方政府考虑本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在建立全国统一

大市场趋势下的未来区域分工的地位的选择，调整本地产业结构而进行跨区域资产重组，又

面临国有企业重组的债务负担，人员安置等财政支出。这些可视区域开发政策选择的风险。

又由于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和任期制的刚性制度限制，地方政府便会有机会主义动机，向没

有对其有直接约束力的辖区民众转嫁这些风险。因此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奇迹还是以风险转嫁

给民众为代价的。在事权层层下放，基层财政紧张情况下，民众就可能享受不到应有的福利

保障和补贴，且还要承担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

2. 重复建设和事权范围的调整

地方政府转嫁风险，在于调整事权的范围和财政支出的结构。地区 i在不考虑全国统一

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产出为 qi(h,t), 全国统一市场下工业品市场出清或在正常的重复建设范围

之内的全国经济产出为 Q,可以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来测度。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中对重

复建设产生后果的支出本应记在 f部分，但实际却随事权的层层下放而并没有实际支出，因

此财政支出中对本地区非经济产出的投入是低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图 3说明对经济产出

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公共福利支出的挤出后事权范围的变化。

由于分税制比包干制的财权和事权更加统一，硬化了制度安排，减少了中央和地方的讨

价还价动机，r可视为刚性不变的。但是，由于中央-地方-辖区民众的两两间的不完全契约

始终存在，地方政府就会调整其事权范围，从而获得全部剩余权，并转嫁风险和成本。即不

断改变 h 部分的构成，增加 h中对经济的投资权重，缩减公共福利支出及重复建设带来的

产业调整所发生的费用 f。如图 3，其中 f1〉f2，有两条财政收入曲线，最高点确定了两个分

成比例，且 r〈r’，制度上仍规定地方与中央以 r 分成，则地方就有动机扩大其在本地经济

产出投资中的事权，直到新财政收入曲线与事权范围确定的 r’’与相等，其中阴影部分面积即

为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剩余权回报。因为地方政府在任期内并不支付重复建设所

造成的损失，且由于辖区居民没有以投票方式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机制，因此地方政府就更

不能真正代表居民利益，剩余权回报被地方政府完全占有。

图 3 事权范围的变化



（二）环境质量，环境投入的调整和事权范围的扩大

同理，在分权制下，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往往会采取减低税负的策略，

收入的降低可能导致公共品支出的下降，从而使得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帕累托水平。公共

服务下降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环境质量的下降：地方政府为发展本社区的经济，会降低环境

质量标准以减轻辖区内企业治理污染的成本，结果辖区间政府竞争会导致过度的环境恶化。

环境保护存在地区间和任期代际间的溢出效应，地方政府便倾向于采用减少环保支出。在实

际中，有关环境保护的支出项目记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建设支出一栏，因此，中央政

府在环境保护的投资中成为主角，而地方政府只是委托监督环保政策的执行而已，只有当环

境问题非常突出时，中央政府才会以强制手段关停并转，而非一开始就以有效的监督和激励

机制来规范地方政府的环保执行力。在没有有效监督情况下的地方政府必然会消极执行环保

政策，以维护其剩余权回报，且还会因为所持有的污染权证和行政管理权设租创租，不但无

助于以传统技术产生污染的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还使当地的居民成为环境污染最大的

受损者。对环境保护的支出若能算在 f内，则地区政府就会考虑缩小经济事权范围，更加偏

重于辖区内环境的可持续性，从而提高环境保护的整体执行力。因此，地区的竞争与分权并

不必然导致区域环境治理的低效，而是因为财权和事权范围界定后地方政府理性选择的结

果。

四、总结

通过财政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分权的构建，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经济高

增长奇迹举世瞩目。而区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高增长奇迹后急需解答的课题。一个是

结构问题，即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的大市场与促进区域之间的良性竞争和分工协作；

一个是环境问题，即地区环境保护与当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取舍。在垂直的行政晋升激励和刚

性任期制下，又不存在民众为显示其偏好的投票制以制约地方政府获取剩余权回报的动机，

地方政府就会转嫁经济高增长的成本和风险。而地方政府与代表全民利益的中央政府的财税

博弈中，也以地方政府调整经济事权的方式使经济增长的收益分配集中于地方政府。为此提

出的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需要充分考虑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关系，以财政分权结构的完

善入手，对症下药，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辅，以观后效，从而扫清大国发展之路上的体制障

碍。

本文基于佃农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原理构建了中央 –地方政府在分权中的利益关系以

及相关的经济绩效，抽象出与中央政府相对立的地方政府的利益选择模型，而未对地方政府

官员与地方政府收入进行区分，也未对各级地方政府进行深入探讨和分类，但是关键的道理

是相通的，即政府有以事权谋取剩余权的倾向，并愿意通过调整事权范围转移成本及改革中

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果能使整体的多元目标与政府的行为倾向一致，因势利导，则可不断

增进整体的福利水平，走向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之路。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在于微观主体

和基层政府的职能转换，因此，中国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任重道远。

注释：

① 参见魏后凯《从重复建设走向有序竞争》中的描述

② 关于中国分权改革的负面影响的系统检讨，参见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

《中国的大国的发展之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载《经济研究》，2007（1）。



③ 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

迁中的作用》，载《经济研究》，2000（03）。

④ 张五常：《佃农理论—应用于亚洲的农业和台湾的土地改革》，pp126，北京，商务

印书馆，2001。

⑤ 参见奥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

⑥ 中央地方共享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资源税等，增值税中央分享 75%，地方分

享 25%，证券交易税中央和地方各分享 50%，资源税其增量部分中央与地方按 1:0.3系数

确定。

⑦ 即除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费+技术改造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
增拨企业流动资金。

⑧ 即中央政府无税收权。

⑨ 在分税制时假定各地区的优惠政策的效果是相同的，即 qi均相等。而在财政包干

制下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关于税率，上解率等的一对一的讨价还价情况，因此 R取决于地方

与中央谈判能力。制度实施成本不断上升，当超过成本等于收益的临界点后就偏离了帕累托

改进的方向。地方政府的收益增加是建立在中央的收益受损的基础上的。因此作为暂时的而

非长期的，权宜的而非制度的，增量的而非存量的过渡型改革举措，越来越与市场化进程不

相协调，直接导致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降、宏观调控乏力、财政分配秩序混乱、国有资产流

失、腐败滋生蔓延等负面影响，制度效率下降，原有的制度均衡再一次被打破，委托—代理

关系的财政包干体制变迁势在必行。

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R= ， 约束条件（s.t）：Wt=(1-ri) q(h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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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算数平方根的关系，R的最大化应该是 r均相等时的情况，因此不能达到最优化

R的结果，这便是由财政包干制到分税制的强制性诱变的原因。

⑩ 包括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支出（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用）+
增拨企业流动资金

11○ 包括行政管理费，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资金，商业部门简易建筑支出，文教、

科学、卫生事业费，抚恤和社会救济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事业费，地质勘探费，价格

补贴支出

12○ 包括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科技三项费等



附录：

表 1 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具体项目上的支出划分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课题组:《公共服务供给中各级政府事权财权划分问题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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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ey of Chinese high-speed growth miracle is local governmental positivity in boosting

local economy after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However, it left the bugs of regional unharmonious and

environmental unsustainable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 Therefore, this thesis would define and deduce

the boundary of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y during the bargain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from a Neo-institution Economic angle. Then it analyzes how interest distribution in the incomplete

contract affects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new reason why repeated construction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exist in decentralization. Finally, it puts that to build up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is the key to solve suc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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